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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述评】

厚积薄发：集体化时期资料的若干问题 

——基于当前理论、方法和成果的思考

张  瑜    张俊峰

［摘  要］国内学界对集体化时期的资料进行了抢救性挖掘，在搜集和利用集体化资料

时所倚重的方法也各有侧重，历史学工作者对集体化时期的农村社会研究已取得一些成果。

但随之也产生了思想缺位、碎片化等问题，研究者应以心理史研究为突破口、以分类研究重

建宏大叙事、以档案作为回归历史学本位的立足点，循序渐进，将集体化时期资料的运用和

研究推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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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自 2007 年田居俭发文倡

导“把当代社会史提上研究日程”，［1］到 2016 年李文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

史（1949~2012）》［2］一书的出版，短短数年时间，其学科建设速度之快令人振奋。

随着中国社会史研究向当代史领域的延伸，［3］其研究资料、视角与方法的运用为当

代中国社会史学科体系建立和研究走向深入开辟了新途径。

集体化时期是中国历史进程中富有鲜明特色的时期，与此相对应的是，近十多

年来，学界对这一时期乡村社会的关注，使集体化时期的研究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史研

究领域的焦点与热点。［4］ 这些成果的取得得益于资料的丰富与拓展，“一个新的史学

思潮的形成和实践，往往是通过更新有关史料的认知和运用方法而得以实现的”。［5］ 

放眼全球，从德国兰克学派强调对史料的考证，到法国年鉴学派对史料范围的重新界

定，再到当前新文化史对史料语境及其背后含义的关注，凡是具有影响力的史学流派

或是成果突出的研究领域，必然在认识和运用史料方面有独到之处。

集体化时期的史料具有鲜明的特色，时代记忆被保留在农村基层的大量档案中，

这些资料内容庞杂、种类繁多、形式多样，包括以文字形式记录的各类档案资料、以

录音形式记录的口述资料和以其他形式（如宣传册、画册）存在的资料。它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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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存在档案馆中，一部分则被遗留在村庄中。这些档案为自下而上的开展集体化时

期的农村社会研究提供了现实可能性。［6］

需要说明的是，强调这些基层档案的重要性并不是要忽视中央、省、市一级的

文件，而是在社会史的理论范式下，“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

会首先应当从资料的收集做起，这是深入研究的基本出发点”。［7］ 正因为如此，越来

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农村的基层档案，纷纷参与搜集、整理、研究的工作。A 然而，

“没有出色理论背景观照下的史料收集，只能更加忽略历史的真相和常态，即使琐碎

也可能琐碎得不是地方”［8］，这就提醒研究者在收集和利用史料时，应当有理论分析

和问题意识的自觉性。因此，本文将在回顾集体化时期历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系统

梳理目前学界关于集体化时期资料的收集方法和利用情况，进而思考深化集体化时期

研究的路径和方法。挂一漏万之处，敬请指正。

一、研究方法的探索

改革开放后，对集体化时期的研究迅速得到海内外学界的关注，在理论范式的

探讨和资料的收集、运用方面都出现了新的趋势。值得一提的是，国外学者运用国家

与社会关系框架研究地方史的学术路径，影响了国内学界对于集体化时期农村问题的

认识。例如美国学者弗里曼等人的“挑战—应战”模式，黄宗智的“表达与实践、结

构与主体”四维模式等。国内学界在对这些理论反思、批判的基础上，产生了张乐天

的“外部冲击—村落传统的互动”、孙立平的“过程—事件分析”和郭于华的“仪式

和象征”等理论分析模式。

美国学者弗里曼等著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是较早关注中国革命和乡村

社会的著作，该书反映了中国乡村社会较长时段的变迁。就资料而言，作者尽可能选

择多方面的史料，包括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地区和美国的档案、文集、报纸、广播等

各类资料，结合“数千小时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访问和讨论”形成的口述资料，并以此

为基础探讨国家与乡村的关系。就研究方法而言，作者由革命话语叙事转向以市场、

税制为中心的叙事模式，由宏大叙事转向微观具体的研究，由政策方针转向对传统连

续性的研究，由对精英的关注转向对普通农民的关注，近距离感知一个村庄的变迁。

A 相关研究回顾有胡英泽：《集体化时代农村档案与当代中国史研究——侧重于资料运用的探
讨》，《中共党史研究》2010 年第 1 期；邓群刚：《当代中国民间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与利用现
状综述》，《中共党史研究》2011 年第 9 期；常利兵：《资料、视角与写法：关于中国当代社会史
研究的再思考》，《中共党史研究》2014 年第 2 期；郑清坡：《中国当代社会史资料建设的现状与
反思》，《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4 年第 4 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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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方法的转向都是建立在农村和农民问题之上，但是作者也坦言：“本书的中

心内容正是国家—社会的关系，而非农村本身”。正是在这一理论模式的主导下，作

者“不仅想要按时间顺序来表述这些不寻常事件对农民的影响，也想理解农民如何去

影响或对付这些事件”。［9］ 对此，刘一皋认为，这是另一种“挑战—应战”模式。［10］

与《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的作者一样，黄宗智把注意力“集中于客观结构

和表达结构的相互关联上，以及客观性行动和表达性心态的相互关联上”，［11］ 用表达

与实践、结构与主体这四个维度的框架分析集体化时期农村的阶级斗争。他在选择数

据时侧重“来自于解放前完成的人类学实地调查” ［11］（p.73）以及自己在上海市松江县华

阳桥乡调查所获得的数据，认为从土地改革到“文化大革命”表达与实践的距离愈发

偏离。A 尽管黄宗智的结论带有二元对立的倾向，但是他建构的理论框架和对资料来

源的选择成为解释集体化时期农村社会的模式之一。

如何避免二元对立倾向的弊端引发了国内社会学研究者的讨论。张乐天提出并

应用了“外部冲击—村落传统的互动模式”：一是强调“互动模式”，“外部输入的东

西与传统的东西之间的张力。二者的碰撞、冲突、融合、转化、消长”“决定了农村

演化的历史走向” ［12］；二是该理论模式建立在作者的生活经历、长期的田野调查与大

量村庄原始档案的基础之上。不同的是，郭于华分别以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

忆和乡村仪式作为切入点，通过田野调查获得的资料，考察了国家治理模式和国家与

社会的关系。为避免在探讨国家与社会关系时容易导致的研究视域和思考上的二元对

立，理解在不同逻辑下社会生活的变迁，郭于华从“仪式和象征”的角度探讨了国家

与社会的关系 ［13］，认为“集体化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许多政治运动”，“不是凭空的

建构，而是融合了农民生活世界中的一些传统理念和基本要求，因而在其施加过程

中，被支配者不仅接受、认可了它，而且对它做了创造性的理解和解释”。［14］

相比之下，孙立平在考察乡村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时，将其看作是“中国农村

中乡镇、村庄和农民三者之间复杂而微妙的互动”，进而提出了“过程—事件分析”

的研究模式，他强调：“将所要研究的对象由静态的结构转向由若干事件所构成的动

态过程”，其应用则是建立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动态的、流动的”理论假定的前

提之下。［15］ “过程—事件分析”研究模式的提出避免了以往研究中“国家中心论”与

本土性视角的对立，特别是给如何理解集体化时期的农村社会提供了借鉴。

以上对于集体化时期农村社会研究方法的探索，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

参照。在收集资料方面，研究者尽可能“参与观察”，实地获得档案或口述资料。遗

憾的是，以上讨论都倾向于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路径，缺乏以历史学为本位的思

A 黄宗智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中采用的也是在上海市松江县华阳桥乡的
薛家埭等 6 个自然村的调查资料。参见〔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
书局 200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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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不过，这种状况近年来已发生变化，史学界对于如何深化党史和国史的理论与资

料运用也给予较多关注，如 2017 年 5 月 13 日由《中共党史研究》杂志社和华东师范

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联合主办了“地域史研究的回顾、反思与展望”学术座谈会，

“注重史料的多元化收集和利用”、“以学术研究的逻辑来重建档案”等方法被认为是

消除地域史研究弊端的基本途径，会后在《中共党史研究》上刊发的一系列关于地域

史研究的论文，将地域史研究方法上升到史学理论的层次。［16］ 这样的讨论不仅是对

已有研究的反思，更是对如何深化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考量，这其中仍有许多

问题有待研究者进一步探索。

二、资料的搜集与利用

不可否认，学科的理论体系需要建立在广泛、准确的史料基础之上。自当代中

国社会史研究兴起以来，曾经被忽视或遗忘的各类基层档案如今备受关注，可以说是

当代中国史研究领域的一场“资料革命”，当代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也需要一场‘资

料革命’”。［17］ 目前学界在搜集和利用集体化时期资料所倚重的方法各有侧重，或独

辟蹊径或博采众长，以下将对这些方法及其取得的成果进行分类探讨。

（一）田野调查基础上的资料建设

田野调查不仅可以使研究者处于真实的历史场景中，而且大大丰富了史料的来

源。集体化时期虽然距今并不久远，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一时期的资料仍需要“抢救

式”地收集，田野调查成为最直接和有效的方法，也是研究者采用最多的方法。

国内已有多家高校和科研机构在这方面进行了实践。《侯家营文书》是河北省昌

黎县侯家营村一套完整的集体化时期村级文书资料，收藏于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

中心华北文书研究室。在对《侯家营文书》搜集、整理、利用、研究的过程中，张思

带领他的研究团队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侯家营派”研究风格：在研究方法上，深入乡

村社会，展现农民对于国家各项政策的感受、经历和行为，并挖掘这些行为背后的原

因，力图形成“一部由一个个极具个性的村民与村庄自己来‘编写’的、活生生的现

当代中国历史”［18］。在研究理念上，秉承“请农民讲述中国现代史”的旨趣，提倡

“研究者要脱出预设的解释模式和价值评判体系”，并将此浓缩为“三脱主义”，“即在

现代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与集体化时代研究中所要亟待解决的方法论课题——脱西方、

脱主流、脱精英（意识）”。［19］ 张思将其所运用的理念、方法以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概

括为“田野历史学”，它“以对当代中国乡村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和解读见长，致

力于请农民讲述自己的历史，强调要书写一部从田野出发，利用农民自己形成的文献

资料，用他们的感受、体验和经历来讲述的历史”。［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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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主任张乐天在他的家乡——浙江省海宁市

联民村及周边村落搜集到一整套集体化时期的原始资料，这批资料可以分为两类：“一

类是有关农村基本情况和经济情况的资料”，“另一类是涉及农村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大

量文书资料”。［12］（p.11）其中，最具特色的非《周生康日记》莫属，这是海宁市联民大

队一位干部从 1954 年到 1982 年的一整套工作笔记，共 70 余本，其内容包括农村社

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构成了一部完整的农村社会生活史”。［21］ 张乐天还用这批资料

与曹锦清、陈中亚合作，完成了长达 50 万字的著作——《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

变迁》［22］，展现了包含集体化时期和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文化的变迁。值得一提

的是，这批资料如今已电子化，建立了“村庄田野调查——张乐天联民村数据库”，

于 2015 年正式运行。除此之外，由张乐天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

代苏浙赣黔农村基层档案资料搜集、整理与出版”也即将推出新成果——“当代中国

农民的脚印”丛书（8 卷）。复旦大学出版社还与荷兰学术出版机构博睿（Brill）出版

社合作，联合出版了“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研究资料长编”。 ［23］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的资料搜集范围则兼顾城乡，包括日记、笔

记、记录、信函、小报、表格、账册、课本等。迄今为止，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

史研究中心已陆续整理出版了《中国当代民间史料集刊》（以下简称《集刊》）系列，

共计 18 册，“反映社会底层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和日常生活、人际交往、家庭关

系、个人境遇等内容，为读者提供记录社会基层历史变迁的原始资料”。［24］《集刊》1

中涉及集体化时期的史料有河北省冀县门庄公社门庄大队 9 个生产队的档案资料，其

中以门庄大队第八生产队的“四清运动中社员讨论记录”最为完整。《集刊》5 以表

格的形式呈现了集体化时期一个普通大队——花坪公社花岭大队的基本情况［25］；《集

刊》6 上刊载了河北省赤城县苏寺村支部书记于 1967~1992 年任职期间的 35 本工作

日记，反映了集体化时期中后期至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的社会变迁［26］；《集刊》8 的内

容包括两部分：一是 1966 年驻湖北省郧县细峪公社“四清”工作队记录；二是一家

国营工厂科室主要负责人的“四清”材料。［27］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秉承“走向田野与社会”的理念，注重集体化时期

史料的收集工作。他们收集了 200 多个村庄、数以万计的集体化时期的基层资料。10

多年来，该中心从多方面入手，在收集、整理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这批资料。2008 年

创建了“集体化时代的农村社会”展览馆，以图片和实物形式展现了以山西为代表的

中国北方农村集体化时期的历史。在研究成果方面，《回望集体化：山西农村社会研

究》［28］汇集了该中心近年来公开发表的论文，反映了山西农村在集体化时期基层社

会的变迁。2011 年推出了《阅档读史：北方农村的集体化时代》［29］一书，精选典型

史料，以图配文，勾勒出北方农村半个世纪的发展史。2012 年，由行龙主持的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当代山西农村基层档案资料搜集、整理与出版”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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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为契机，2014 年 1 月，该中心正式开展山西农村基层档案的扫描工作，目前已

完成了平遥县道备村等 5 个大队（公社）资料的电子化，总计近 12 万页。在此基础

上，他们还计划以影印形式出版资料集 50~100 册，为建立和完善“山西大学集体化

时代中国农村社会档案数据库”打下基础。

（二）口述史资料的运用    

当前，口述历史的发展方兴未艾，将口述史的方法应用到集体化时期资料的搜

集和运用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有研究者指出：“当代社会史是最适宜运用口述

史进行研究的历史。基于‘自下而上’历史理论的口述史学可以在对民间社会的问讯

中探讨民众生活世界与国家力量的互动过程，并以这种民间社会的自主性和生命历程

来重建这段存活于记忆中的历史。”［30］学者们的成功实践即是明证。

而社会学研究者在这方面有着先天优势。2006 年，孙立平、郭于华依托大型研

究项目“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口述资料收集与研究计划”，运用口述史

方法与人类学深度访谈、参与观察相结合的方式，“在全国不同地区选择 6 个村庄，

对亲身经历 20 世纪下半期农村社会变迁的农民、农村基层干部、介入过农村社会生

活的城市人进行详细的访谈”，［31］搜集了大量反映集体化时期至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农

民生活和思想变迁的口述资料。长期的实践使郭于华致力于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

构建历史”，其中以口述史方法搜集到的资料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口述史研究可

以告诉我们，他们的经历、他们的记忆、他们的讲述和评价至少应该与官方的、正式

的、文字的历史有着同样真实和重要的内涵与意义”。［32］ 

李放春利用土地改革史料和党史资料，结合他在陕北骥村收集到的口述史与个

人生活史访谈资料，以“革命”与“生产”的矛盾为线索，对北方土地改革的进程以

及“革命”的现代性含义做了研究。他认为口述资料与文献档案资料不是简单的相互

验证和补充的关系，强调“口述史感受与文献感受的交互启示”，二者的方法论关系

是“相互碰撞出一些洞见历史的崭新可能性”。［33］  应星将柳坪村 A 作为研究个案，在

口述史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法院刑事审判案卷与干部惩戒档案，解释了集体化时期国

家如何在乡村社会中“塑造新人”以及这种塑造与传统和现代之间发生的碰撞。［34］

除了具体研究外，一些学者还出版了口述史料丛书，如《西沟口述史及档案史

料（1938~2014）》（全 10 卷），内容涵盖历史名人口述（如申纪兰等）、群体口述和

原始档案史料等，［35］ 为研究集体化时期的典型村庄提供了史料基础。王俊斌通过对

山西省保德县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亲历者进行访谈，获得了大量的资料，以农民的视角

再现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场景和农村社会生活的变迁与农民的真实心态。［36］

A 该书是根据作者对中国西南一个普通的汉族山村的田野调查写成的。作者把这个村落取名为
“柳坪村”。参见应星：《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1951~1976 年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9 年版，导论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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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微观视角的村庄研究和个案分析

集体化时期的资料林林总总，反映的社会面貌方方面面，研究者不可能做到事

无巨细，除了对宏观问题要有整体把握外，李怀印认为，要了解中国乡村社会，仅有

区域研究和中层理论还不够，需要引入微观视野，“把握好制度、话语、权力之间的

互动，会有助于我们从微观的角度重新认识集体化时期中国农业和农村的更加宏观的

经济社会问题”。［37］其著作《乡村中国纪事：集体化和改革的微观历程》的主旨，就

是要“以微观史的角度探究中国农民的行为模式，以及国家与乡村的复杂关系”。［38］

选择以微观视角揭示集体化时期的一个面向，体现了从宏大叙事到中层理论再

到微观视角的方法论转变。马维强和邓宏琴运用山西省平遥县双口村档案资料，从日

常生活的视角对农民谋生的具体过程进行了实证性的探讨。［39］ 常利兵通过对山西省

晋阳公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和刘村大队“四清”经验的分析，展现了从公社到大

队“四清”运动的实践过程。［28］（pp.241~274）

用微观视角进行集体化时期乡村社会的专题研究，以利用经济类档案（工分记

录、账册）和上级通知居多。张江华用一个生产队的大量会计资料讨论了工分制下农

户的经济行为，为在中国验证 20 世纪初俄国农民学家恰亚诺夫以俄国为对象所提出

的农户劳动—消费均衡假说提供了个案补充。［40］另外，他还对工分制下的劳动激励

与集体行动的效率进行了研究，对经济学家有关集体化时期集体经济效率低下所给予

的解释提出了反证。［41］ 徐卫国利用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县保存的 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

期一个生产队的实物账资料，探讨了人民公社时期工分制下农户劳动报酬与劳动激励

的关系。［42］ 孙敏结合口述史资料，探讨了 J 小队“工分制”实践的演进和具体运行

模式，发现社员的行动逻辑不仅受制度本身的影响，而且受乡土社会中的熟人关系、

地方性共识等因素的制约。［43］ 黄英伟等人通过对原始账本的研究发现，家庭收入在

一定程度上受家庭中人口生命周期等的影响，处在不同生命周期中的人口分化是家庭

收入差异的主要原因。［44］ 他还以江苏祖堂大队集体化时期的经济分配档案，详细展

示了经济分配方案、归户计算表和工分及基本肥结算表所涵盖的信息量。［45］

上级通知也是集体化时期资料中比较重要和保存比较完整的部分。谢淑娟通过

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北水村保存的北水大队接收公社下达的 2169 个通知记

录的解读，分析了人民公社时期基层农村社会经济生活的特点。［46］她还利用该村保

存完好的账本和大队公文，将现代经济学投入产出比的动态比较分析方法运用到对广

东基塘农业特征的研究中，认为“人民公社时期的 25 年基本处于传统农业的末后期，

属于广义的传统基塘农业生态系统范畴”。［47］ 满永结合中央文献和地方文件，从微观

层面考察了各地政府举办的以推进农业合作化为目的的乡村干部训练班。［48］

（四）量化数据库研究模式和数据分析方法

自 2013 年始，学术研究与大数据的结合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由大数据促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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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领域研究方法、路径的深刻变革，引发了学界的讨论和关注。［49］ 梁晨等认为，

量化数据库研究模式在历史学中的应用有其特有的优势：“在有效扩展研究史料范围

和转变研究驱动模式的同时，帮助历史学家从更普遍、更基层的角度发现隐藏的史实

与规律，开展更具普遍意义的国际比较，实现史学研究的突破与转变。”［50］ 但是，由

于国内量化数据库研究模式尚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在史学界并未被广泛应用，依托

于大规模量化数据库的学术研究更是屈指可数。

集体化时期保存的农村档案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阶级成分登记表、会计凭证、账

册、报表和“四清”运动档案，这一类统计型档案为建立数据库和运用量化数据库研

究模式进行研究提供了基础。2014 年，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与香港科技大

学李中清量化史学团队合作建立了“四清档案数据库”，到目前为止已经完成 36 个大

队、179 个生产队、7741 户的数据库建设。此外，还有“10 余县份、60 多个村庄、

近 300 个生产大队超过 10000 户（家庭）”的阶级成分登记表。［17］ 

同样对数据和数据库感兴趣的还有曹树基和他的研究团队，自 2006 年起，他们

搜寻档案的范围从上海郊县扩展到周边的 50 多个县市，并根据这些资料完成了多篇

研究成果，初步形成了对 20 世纪 50 年代政治、经济与社会变化的基本认识。例如，

他们从粮食角度研究土地改革，得出“对于‘统购统销’的研究，对于农业合作化的

研究，都可以放在‘粮食立国’的框架中立论”，其分析方法“是从有关数据及相关

记载入手，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探究真相，建构制度。这种基于历史学而非经济学

的数据分析与制度分析的方法，可以称为‘社会经济史’”。［51］

（五）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法

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研究强调参与观察，采用人类学方法开展搜集资料和研究工

作，能够更加细腻地揭示集体化时期人们的心态和行为，具有实践的可行性。如黄树

民的《林村的故事：1949 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就是针对中国东南部的农民生活所

做的、以历史为主干的个案研究，“可以看到政府如何尝试改变农民心态，并以土地

和经济的集体化来促使国家现代化”。［52］ 阎云翔根据自己曾在黑龙江省下岬村的生活

经历和近 11 年对该村的追踪调查，关注村民的私人生活与情感问题以及他们在社会

变化中个人生活的变迁。［53］ 现在，越来越多的专业甚至是非专业的研究团体和个人

加入民间文献史料的收集工作当中，［54］ 他们注重搜集民间史料，走进普通人的生活，

或田野调查或口述访谈或运用综合方法，以留存那段时期的历史记忆。

三、对档案运用走向深化的思考

当然，学界对集体化时期的研究兴起较晚，其理论分析模式和资料建设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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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领域相比还很不成熟，甚至存在一些问题，因此，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

着力将集体化时期资料的运用与研究推向深入。

（一）以心理、心态史作为实现长时段研究的突破口

由于村庄档案的时空限制，尽管以村庄为中心的同质化的学术成果大量涌现，

这被有些学者称之为“家乡历史学”，［55］ 但为了避免这种只发掘史料而忽视理论研究

的弊端，需要有总体史的问题意识和重新发现人的主体性，以便回归到具有思想和灵

魂的历史书写方式上去。［56］

在集体化时期的农村社会研究中，如何凸显社会史研究具有整体和长时段特性

的同时又兼顾人的主体性，大众心态与心理研究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正如有学

者所称“要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生存状态、心理情绪角度来表现新中国人民群众

如何在党的领导下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在工业化和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中付出怎

样的心血和力量，从而推动历史前进”，［57］ 可以说，目前关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

生存状态的研究较多，但是缺乏对普通民众心态与情绪的专题研究。之所以强调心态

与情绪的重要性，是因为“生活方式和社会心理的变迁是缓慢而滞后的，不可能出现

一夜之间泾渭分明的历史现象，因此，在研究这些问题时，必须瞻前顾后”。［57］ 

（二）以分类的专题研究重建宏观叙事

尽管村庄档案繁多的分类和内容为微观研究提供了史料基础，但是，当越来越

多的以微观视角为切入点的个案成果出版后，我们不禁要问：它们的典型性和差异性

在哪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和“碎片化”的质疑也随之而来。

进行分类后总结共性不失为解决此类问题的有效途径，如对集体化时期的专题

性研究：就人物来说，有干部、知青、教员、接生婆、赤脚医生等；就事件来说，有

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文化大革命”等；就集体记忆来说，有“三年经济困难时

期”和公共食堂等。每个专题下又可分为不同的类别：例如既有上级调派的干部，也

有本土出身的干部；既有有文化的干部，也有目不识丁的干部；既有男性干部，也有

女性干部，这些不同类型的干部在处理村庄事务和沟通上下级之间的方式上必然有所

不同，如能将他们进行分类比较、总结共性，进而形成新的宏观叙事，就能避免“钻

到树林里出不来”的尴尬。

（三）以档案作为回归“历史学本位”的立足点

如前所述，无论是集体化时期的资料搜集方法还是研究成果，人类学和社会学

理论与方法的影响显而易见，与之不同的是，“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田野工作是要突出

历史学研究对于地方社会变迁进程的理性关怀”［7］（p.95），而以历史学为本位出发的高

水平研究成果还是凤毛麟角。历史研究就是求真的过程，从尘封的档案材料中追寻历

史的本来面目是历史研究者的一项重大使命。无论怎样借鉴社会学的理论、人类学的

调查方法和心理学的视角，研究者都要以独立而又包容的态度，以正确的理论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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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引导，踏踏实实地搜集档案、研读档案。集体化时期的乡村社会研究终究是要回归

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研究，这也是重视档案史料的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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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most important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 in China and Britain,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The Royal Society are representatives in thei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xchanges. In 1959, Cyril Norman Hinshelwood, President of The Royal Society, visited China. In 1962, 
George Brown, Vice President of The Royal Society, led a delegation to China and initially established 
an exchange channel for mutual visits and further studies with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ut 
stagnated due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1972, Alan Lloyd Hodgkin, President of The Royal Society, 
was invited to lead a delegation to China, and the door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institutions was opened agai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proces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xchanges between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The Royal Society in the 1960s and 1970s 
reflected the unremitting efforts made by the foreign ministries and the managers of the two institutions 
to carry ou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 and also the decisive role 
played by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factors.

Keywords: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The Royal Societ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xchanges,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

* Academic Review *

Some Problems of Data in the Collectivization Period——Considerations Based on Current Theory,
Method and Achievement ……………………………………… Zhang Yu & Zhang Junfeng（131）

Abstract: Domestic academia has carried out salvage excavation of data in the collectivization 
period, the methods of collecting and utilizing data have different emphasis. Historians have made some 
achievements in the study of rural society in the collectivization period. However, there are also some 
problems such as ideological vacancy, fragmentation and so on. Researchers should take the study of 
psychological history as a breakthrough point, reconstruct grand narratives by classified research, take 
archives as the standpoint of returning to the historiography itself and push the application and research 
of data in the collectivization period to a deeper level step by step.

Keywords: collectivization, data, theory, method, achievement

* Overseas observation *

Comments on the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China by the American 
Academia in 2018 …………………………………………………………………… Wei Lei（143）

Abstract: In 2018, the American academia discussed the achievements, reasons and future trends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the past 40 years. Although the discussion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the American academia reflected the trend of seeking objectivity, there were still some 
problems of theoretical rigidity and dogmatization, which directly led to many misunderstandings and 
wrong judgments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Keywords: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American academia, China,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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